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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嵌入性与创新政策的多样性：
国家－市场－社会关系的再认识

顾　昕＊

【摘要】论文从行政、市场和社群治理嵌入性的视角，重新考察在创新过程

中国家－市场－社会的关系。三种治理方式在人类活动的协调上都发挥着重要

作用，但极少单独行之，而是呈现出相互嵌入性。经济创新的主体是创新型企

业，创新活动由企业家行动所推动。创新活动的供给与需求通过市场治理来协

调，而创新型企业中的创新过程则由社群治理力主导。创新过程具有不确定性、

累积性、集体性，因此，集聚化和网络化对于创新经济的形成是不可或缺的。

政府通过创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在创新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创新政策有三种

理想类型，即新制度自由主义、国家引领型配置主义和协作型协调主义。行政、

市场、社群机制能否在互补嵌入性中相得益彰，是创新政策能否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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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政策是一个国家、地区或产业提升经济竞争力的必不可少的利器

（Ｃａｎｔｗｅｌｌ，２００４）。正如奥德斯 （Ｄａｖｉｄ　Ｂ．Ａｕｄｒｅｔｓｃｈ）和舒里克 （Ｒｏｙ　Ｔｈｕｒｉｋ）

（Ａｕｄｒｅｔｓｃｈ　＆ Ｔｈｕｒｉｋ，２０００）所指出的，２１世纪所面临的经济挑战，在于如何

充分利用知识社会的优势，实现从管理型经济向企业家型经济或创新型经济的

转型。然而，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时期，由于公共治理体系的不同，国家、

市场和社会发挥作用的程度和方式不同，创新型企业所处的创新体系有所不同，

政府创新政策为创新型企业创造的社会环境大有不同，影响着创新型经济的发

育程度。简言之，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决定着创新体系和创新政策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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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性及其后果。

有关国家－市场－社会关系的既有文献，一般均把国家、市场和社会视为

三类行动主体 （Ａｃｔｏｒｓ）或三个部门 （Ｓｅｃｔｏｒｓ），重点探究其行使各自职能的适

当范围，尤其是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适当角色 （Ｔａｎｚｉ，２０１１）以及在政府

干预无所不在的现代世界中如何保持市场和社会的自主性 （Ｔｒｉｇｉｌｉａ，２００２）。但

是，国家－市场－社会的关系，既可以被视为不同行动主体之间的关系，也可

以被视为不同治理机制之间的关系。对这两个不同的视角未能加以足够有效的

区分，是大多数相关文献的一个缺陷。

所谓治理，即人类活动的协调。因此，“治理机制”（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１９９６）与

“协调机制”（Ｋｏｒｎａｉ，１９９２）是可互换的概念。对于包括创新在内的人类活动，

具体的协调方式固然有很多，但可归类为三种，即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和社群

机制。与之相对应则有三种治理方式，即行政治理、市场治理和社群治理

（Ｂｏｗｌｅｓ，２００４）。三种治理方式既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又具有相互嵌入性，即对

于几乎所有私人和公共事务的治理，创新活动和过程也不例外，都离不开三种

协调机制各自发挥的重要作用，也离不开其协同作用。三种机制分别独自发挥

作用以达成良好治理之态的情况并不能彻底排除，但在多数情况下，三种机制

必须相互嵌入方能达成相得益彰的协同之效。三种机制的组合或嵌入方式大有

不同，导致公共治理体系有所不同，进而导致治理绩效呈现差异性。

对于包括创新政策在内的公共政策分析来说，行政治理如何与另外两种治

理方式协同，尤为关键。在公共管理中，三种治理机制的协同组合是治理设计

和实施的核心内容 （Ｍｅｕｌｅｍａｎ，２００８）。行政、市场和社群机制相得益彰型的嵌

入关系，在公共管理学领域日益成为一个方兴未艾的新研究领域———协作治理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Ｄｏｎａｈｕｅ　＆Ｚｅｃｋｈａｕｓｅｒ，２０１１）。

协作治理的研究，与国家－市场－社会间协同的既有研究传统有相通和传

承之处，但也有差异和超越之处。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嵌入型自主性 （Ｅｖａｎｓ，

１９９７），政府与商业间的管控型互相依赖与竞争性协作 （Ｗｅｉｓｓ　＆ Ｈｏｂｓｏｎ，

１９９５），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协同 （Ｅｖａｎｓ，１９９７）或相互赋权 （Ｗａｎｇ，１９９９），

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发展政治学和发展社会学文献中得到了相当充

分的探讨。本文所强调的国家－市场－社会的协同，试图在既有论述的基础上

有所超越，即着重探讨三者如何以强化 （Ａｕｇｍｅｎｔｉｎｇ）、增进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或能

促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的方式协助另外两方发挥积极作用。换言之，本文关注的不仅仅

是行动者的协同行动，而是治理机制的嵌入性。

尤其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在包括创新政策在内的诸多公共政策领域，国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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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从行政治理所主导的传统干预型有为政府 （Ａｃ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ｉｓ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转型为市场强化型政府 （Ｍａｒｋｅｔ－Ａｕｇｍｅｎｔ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ｌｓｏｎ，２０００；

Ａｚｆａｒ　＆Ｃａｄｗｅｌｌ，２００３）与社会增强型政府 （Ｓｏｃｉｅｔｙ－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顾昕，２０１７），或笼统地说，能促型国家 （Ｔｈｅ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 （Ｇｉｌｂｅｒｔ　＆

Ｇｉｌｂｅｒｔ，１９８９），对于国家治理模式或公共治理体系及其子系统国家创新体系的

创新，都是至关重要的。在诸多历史、文化和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下，在不同国

家和地区的公共治理体系中，三种机制协同作用的方式不同，尤其是政府转型

的差异，导致创新体系无论在国家 （Ｎｅｌｓｏｎ，１９９３；Ｌｕｎｄｖａｌｌ，２０１０）、区域

（地方） （Ｍｏｔｈｅ　＆Ｐａｑｕｅｔ，１９９８；Ｇｒｉｌｌｏ　＆ Ｎａｎｅｔｔｉ，２０１６）还是在产业 （或部

门）的层级 （Ｍａｌｅｒｂａ，２００４；Ｍａｌｅｒｂａ　＆ Ｍａｎｉ，２００９）上都呈现出高度多样性，

进而导致创新政策的绩效出现差异。

一、三种治理机制的嵌入性：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协同

无论是在国家、地方还是在产业层级，任何创新体系都由各种组织组成。

本文不考察政府决策与施政、公共服务筹资与递送、社会生活蓬勃与监管中的

创新，仅关注经济领域的创新，因此这里的创新主体自然是商业企业。熊彼特

（Ｊｏｓｅｐｈ　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将创新定义为现有资源的重新组合，而从事这种活动的人，

即为企业家。依照他的经典性概括，创新包括新产品 （和服务）、新工艺、新供

应源和供应链、新市场和新组织模式 （Ｆａｇｅｒｂｅｒｇ，２００５）。自熊彼特以来，作为

企业家行为的创新，对于长期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这一点早已经宏观经济学家

的研究 （Ａｇｈｉｏｎ　＆ Ｈｏｗｉｔｔ，１９９２；Ｂａｕｍｏｌ，２００２）而众所周知，而且创新已经

逐渐成为不同国家经济发展差异的更有力解释因素 （Ｆａｇｅｒｂｅｒｇ，２００５）。

尽管经济创新体系中的主角都是市场行动者，但国家行动者和社会行动者

也扮演重要的角色。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市场和社会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性联

结，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 （Ｂａｌｚａｔ，２００６），纵向的还是横向的，直接的

还是间接的，对于创新体系的运转至关重要 （Ｅｄｑｕｉｓｔ，２００５）。其中，无论是三

类行动者的行动本身，还是它们之间的联结，都受制于行政治理、市场治理和

社群治理。行政、市场和社群治理机制的运行方式以及三者之间的复杂互动，

造就了创新体系公共治理模式的多样性。

（一）行政、市场和社群治理各自的特征及其发挥作用的领域

行政治理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的基本特征是 “命令与控制”（Ｃｏｍｍ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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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　Ｇｒａｎｄ，２００７），发生在所有大型等级组织或等级化组织体系之

中，因此又被称为 “等级治理”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自上而下型治理

（Ｔｏｐ－Ｄｏｗ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Ｂｅｌｌ　＆ Ｈｉｎｄｍｏｏｒ，２００９）。当行政协调治理机制主导

着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常称之为 “官本位”或

“行政化”。在这样的国家中，政治生活行政化自不待言，经济和社会生活也呈

现行政化的格局，即行政协调 （行政治理）的主导性挤出了市场协调 （市场治

理）和社群协调 （社群治理）运作的空间 （Ｋｏｒｎａｉ，１９９２）。

行政治理集中体现在政府所实施的干预、规制、法律和政治行动之中，以

致人们常常把国家行动等同于行政治理的化身，但这种看法并不正确，因为

（正如下文将详述的）国家行动也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和社群机制来实施。除此之

外，行政治理也出现在私立组织 （商业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和公立组织之中。

细加分析，这两种场景中行政治理的运行是略有不同的。

在第一种场景中，行政治理出现在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中各类行动者的管

控和干预之中，其根源在于国家在一定地域内对合法使用强制力拥有垄断权

（Ｇｅｒｔｈ　＆ Ｍｉｌｌｓ，１９９１）。其中，对于创新过程影响最大的政府管控莫过于知识

产权保护，其次是技术标准制定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 Ａｒｉｄｉ，２０１５）。除了管控，政府还

可以通过公共扶持措施，例如研发补贴、信贷优惠、风险投资资助、税收减免

等，对创新活动施加鼓励。

在第二种场景中，行政治理体现在等级组织内部权威的作用。随着等级化

程度的提高，行政治理在企业尤其是大企业中重要性越来越大。与私立组织相

比，行政治理的重要性在公立组织中更加明显。

市场治理 （Ｍａｒｋｅｔ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基于市场主体之间的自愿交易，基本特征是

“选择与竞争”（Ｃｈｏｉ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Ｌｅ　Ｇｒａｎｄ，２００７）。市场行为均伴随着

各种各样的契约订立，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利弗·威廉姆森 （Ｏｌｉｖｅｒ

Ｈ．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所称的 “经典性订约”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和 “关系性订约”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１９８５），也包括经济社会学家笔下的 “合

作性订约”（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或 “义务性订约”（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０）。本文所关心的经济创新，基本上是市场力量推动的产

物，创新活动的开展尤其创新的商业化过程，特别是创新的供给与需求，基本

上由市场治理来协调，这与科学领域中由好奇心驱动、由科学共同体来协调的

知识创新是有所不同的。

当然，市场治理本身具有多样性，这不仅体现为针对不同物品和服务的最

优所有权安排有所不同 （Ｈａｎｓｍａｎｎ，２０００），也体现在市场治理所嵌入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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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在不同地方和不同时期也有所不同 （Ｄｏｎａｈｕｅ　＆ Ｎｙｅ，２００２）。市场治理可

以发生在任何类型的行动者之间，包括国家行动者或公法人；换言之，政府行

政部门和公立组织也是重要的市场参与者。

社群 治 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的 基 本 特 征 是 “认 诺 与 遵 守 ”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即相互密切关联的个体基于对某些共同价值与规

范的认诺与遵守以协调其活动 （Ｂｏｗｌｅｓ，２００４）。社群治理既可以出现在各类正

式民间组织及其组成的非营利部门之中，也可以出现在包括家族、联盟、社会

关 系 在 内 的 非 正 式 社 会 网 络 之 中，因 此 又 被 称 为 网 络 治 理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Ｇｏｌｄｓｍｉｔｈ　＆Ｅｇｇｅｒｓ，２００４；Ｅｈｒ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基于社群或

网络类型的不同，社群治理可具体化为法人治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Ｈｏｐｔ

＆ｖｏｎ　Ｈｉｐｐｅｌ，２０１０）、协会治理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２００４）、联盟治理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Ｒｅｕ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等。

与行政治理和市场治理有所不同，社群治理的特点在于当事人均为相识者，

无论是在公司、非营利组织、社区、商会、专业社团、体育俱乐部甚或帮会，

社群成员均是 “一个在多方面直接并频繁交往的人群” （Ｂｏｗｌｅｓ，２００４：４７４）。

他们的社会经济身份自然有别，但相互关联，密切互动，对各自的权益和诉求

予以积极的回应，形成某种程度的平等互助关系 （Ｅｔｚｉｏｎｉ，１９９３）。这一点对于

组织组成的正式和非正式社群，例如协会、联盟、网络等，同样适用。

（二）嵌入性：行政、市场和社群治理的协同

三种治理方式的区分只是分析性的，而在现实世界中，三种治理方式具有

相互嵌入性，即对几乎所有私人和公共事务的治理，三种机制都是相互嵌入的。

当然，嵌入性的结果，有可能是相得益彰，也有可能相互抑制。

良好的市场治理有赖于通过行政机制所建立的制度及其执行以及通过社群

机制在市场参与者当中所滋养的信任与认同 （即所谓 “社会资本”）。新制度经

济学强调了国家行动者在产权和契约方面的制度建设对市场治理正常运行的决

定性作用。经济社会学有关嵌入性的文献 （Ｂａｒｂｅｒ，１９９５）则就市场机制的运作

如何嵌入到政府组织 （Ｅｖａｎｓ，１９９５）、道德规范 （Ｚｅｌｉｚｅｒ，２０１７ ［１９７９］）和社

会结构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１９８５）之中，开展了深入的研究。这些文献关注的是市

场主体 （个体或企业）在组织、制度和结构中的嵌入性，与本文所关注的市场

治理在行政治理和社群治理中的嵌入性相比，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借鉴价值是

显然存在的。

同理，良好的社群治理也嵌入在依赖于行政机制的制度建设与执行以及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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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市场协调的激励机制之中。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奥斯特罗姆 （Ｅｌｉｎｏｒ

Ｏｓｔｒｏｍ）所领衔的布鲁明顿学派 （Ｔｈｅ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　Ｓｃｈｏｏｌ），揭示了在诸多公共

事务尤其是公共资源的可持续性利用上社群治理运行的组织和制度基础 （Ｇｉｂ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并从公共资源治理领域拓展到更加一般性的 “自我治理社会”

（Ｓｅｌｆ－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发展出有关社群治理制度多样性的系统化理论

（Ｓａｂｅｔｔｉ　＆Ｃａｓｔｉｇｌｉｏｎｅ，２０１６）。尤其是，奥斯特罗姆在其经典性著作 （Ｏｓｔｒｏｍ，

１９９０）就良好的社群治理在权利界定、合法化和分层制度化过程中如何依赖于

行政治理的精辟分析，对于我们分析创新政策领域社群治理的行政嵌入性，有

很强的借鉴意义。

再同理，良好的行政治理难以超脱于基于市场协调的激励机制以及社群协

调所蕴含的社会资本。在当今世界，公共部门在新公共管理运动或公共治理变

革的旗号下发生了各种的市场化改变，单纯依靠命令与控制的政府施政已成明

日黄花，市场机制与行政机制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融合日渐丰富 （Ｐｏｌｌｉｔｔ　＆

Ｂｏｕｃｋａｅｒｔ，２０１１）。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形 成 了 各 式 各 样 的 合 作 伙 伴 关 系

（Ｌｉｎｋ，２００６），让行政机制与社群机制发挥相得益彰的协同作用，在诸多社会

经济领域，包括对经济创新活动的促进，达成一种全新的治理格局———网络治

理 （Ｇｏｌｄｓｍｉｔｈ　＆Ｅｇｇｅｒｓ，２００４）。

在政府管制 （规制）领域，传统的治理模式是高度行政化的，即采取命令

与控制的施政模式，而管制失灵的根源常常被归结为 “行政不作为”。但是，在

规制经济学中兴起的新规制治理模式则注重在政府管制中引入市场机制，形成

了 “通过合同的治理” （Ｃｏｌｌｉｎｓ，１９９９）。政府行动中的市场治理还体现在公共

采购之中，无论对于产业发展、技术升级还是创新拓展，这都是一项重要的需

求侧政策 （Ｅｌｉａｓｓｏｎ，２０１０）。在政府施政、公共服务和公共治理中引入市场机

制，正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核心内容 （Ｆｅｒｌｉｅ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６）。在公共服务中取代

“命令与控制”的 “选择与竞争”，被称为 “另一只看不见的手” （Ｌｅ　Ｇｒａｎｄ，

２００７）。

同样，在公共政策制定中也可以引入社群机制，以议题网络、政策社群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１９９５）、政策网络 （ｖａｎ　Ｗａａｒｄｅｎ，１９９２；Ｃｏｍｐｓｔｏｎ，２００９）和协

商民主或协会民主 （Ｅｌｓｔｕｂ，２００８）等方式兴起的公民参与理念和实践，实际上

都包含着社群治理发挥作用的理念和实践，同时涉及到行政治理和社群治理的

互动、交融和协同。在公共管理学领域兴起的网络治理、互动治理 （Ｔｏｒｆｉ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和参与治理 （Ｆｕｎｇ　＆ Ｗｒｉｇｈｔ，２００３）等新理念和新实践，实际

上都体现为在政策实施、政府管控及更广泛的公共治理中社群机制的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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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新认识企业：三种治理方式的嵌入性

行政、市场和社群治理的嵌入性，为我们重新认识企业的性质提供了新的

视角。我们已经知道，自科斯 （Ｒｏｎａｌｄ　Ｈ．Ｃｏａｓｅ）以来 （Ｃｏａｓｅ，１９３７），交易成

本经济学理论视企业为区别于市场治理的行政治理或等级治理，其关于企业与

市场边界的研究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１９９６；Ｃａｒｒｏｌｌ　＆Ｔｅｅｃｅ，１９９９），实际上是在探讨

市场治理与行政治理的权衡。当然，企业建立和运营所涉及的诸多事务还会受

制于政府管制，这其中行政治理也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

然而，无论在企业内部事务还是外部事务，市场治理的作用自然都是举足

轻重的。企业家行为所导致的经济创新活动，基本上都是市场力量驱动的。企

业需要通过劳动力市场招聘创新型雇员 （尤其是技术研发人员）、通过资本市场

获得创新活动的融资、通过要素市场获得创新活动所必须的各类物资等等。因

此，在契约经济学中，企业被视为 “契约的集合” （Ｊｅｎｓｅｎ　＆ Ｍｅｋｌｉｎｇ，１９７６；

Ｊｅｎｓｅｎ，２０００），其中在完全或不完全契约约束下企业的所有人与管理者以及管

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Ｈａｒｔ，１９９５），以及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影

响，都是契约经济学的重点研究内容。

从第三种角度来看，企业本质上是一种社群组织，其组成和运行在很大程

度上都是社群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 （Ｈｅｃｋｓｃｈｅｒ　＆ Ａｄｌｅｒ，２００７），其中尤其是涉

及到创新的战略决策、创新活动的协调 （Ｋｏｄａｍａ，２００７）以及如何管理与其他

组织的链接 （ｖａｎ　ｄｅ　Ｖｅｎ，１９９３），更离不开社群机制的作用。折衷吸收多篇理

论之后，柯格特 （Ｂｒｕｃｅ　Ｋｏｇｕｔ）和桑德尔 （Ｕｄｏ　Ｚａｎｄｅｒ）曾提出，企业是一种认

同、学习和协调的社会组织，并因此挖掘出被以往企业理论所忽视的集体性因

素 （Ｋｏｇｕｔ　＆Ｚａｎｄｅｒ，１９９６）。可是，将企业视为一种社群治理的新理论，还有

待发展。

所有这些表明，将企业刻画为行政治理或契约治理的理论，对于现实世界

的解释力存在着局限性。我们一方面需要一种将企业视为社群治理的理论，另

一方面更需要一种基于行政、市场和社群治理嵌入性的新企业理论。这一点也

适用于私立非营利性组织，对于公立组织来说也同样是成立的。尽管公立组织

的组建基本上都是行政治理的产物，但在其运行过程中，诸多事务的治理，尤

其是创新活动的治理，离不开市场－社群治理的积极作用。换言之，公立组织，

尤其是法人化的公立组织，同样是行政、市场和社群机制嵌入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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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新型企业所处的环境：创新体系中的政府、市场与社会

绝大多数经济创新都发生在商业企业当中。创新活动不止于发明，也不止

于技术变革，而是涉及到企业运营的许多方面，但可简化为知识生产与扩散、

技术开发与应用、能力建设与增进和组织变革与优化四个核心领域。无论在哪

一个领域，创新活动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影响到不同治理机制的适用性及其

相互之间的嵌入性；而且，创新企业处在由多种政府、市场与社会行动者组成

的创新体系之中，不同行动者之间的链接，也受制于行政、市场和社群机制的

多重治理 （参见图１）。

图１　创新体系中的创新组织及其所处的环境：政府、市场与社会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一）创新型企业的动态能力建设以及创新型企业的发展

创新充满了高度不确定性，必定会给企业带来风险，因此并非所有企业都

致力于开展创新活动。一般的企业追求最优化，即在既有技术和市场的约束条

件下追求运营绩效尤其是利润的最大化。与最优化企业不同，创新型企业致力

于打破既有的约束条件，克服 “管理的局限”，通过挖掘新的知识，发展新的技

术，拓展新的能力，转移并重组自己的生产性资源，开拓新的市场，参与并实

现熊彼特所说的 “创新性破坏”或拉佐尼克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ａｚｏｎｉｃｋ）所说的 “历史

性变革”（Ｌａｚｏｎｉｃｋ，２００２）。对于创新型企业来说，战略选择和资金投入固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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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或缺的，但决定着企业具有创新能力的因素在于组织整合，使之对于新的

理念和实践具有强大的吸收能力和应用能力 （Ｌａｚｏｎｉｃｋ，２００５）。

在创新研究者眼里，管理最优化企业和创新型企业之间的差异，才是企业

之间最为重要的差异。正如纳尔逊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Ｎｅｌｓｏｎ）所说，“企业之间持久且不

易效仿的区别并非源于各自所掌握的特殊技术的差别，而是源于组织上的差异，

尤其是产生创新的能力以及从创新中获利能力的差异” （Ｎｅｌｓｏｎ，１９９１：７２）。

企业只有就这种动态能力的发展制定出具有长远眼光的战略，并持之以恒地加

以落实，才能不断地实现竞争力的整合和重塑，确立自己的竞争优势 （Ｔｅｅｃｅ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７）。

企业动态创新能力的建设，固然是企业家的事业，也是企业内部社群治理

的产物，但国家与社会行动者所营造的有利环境，也是重要的。就国家而言，

创新推动型公共政策的重点不止于推动创业，即放宽新企业的市场准入。诚然，

创业活动的兴旺本身是经济蓬勃的表现之一，但是只有某些特定类型的企业家

活动才能对经济发展带来长远的深刻的正面影响，这类企业家活动具有知识密

集性、创新频密性的特征。知识－创新密集型企业家是一种多维的现象，因此

公共部门和社会部门的多方面举措，将有利于这种高发展潜力的企业家活动的

蓬勃开展。

政府以及公共部门的举措包括公共资源配置、制度建设、规制、推促，其

目标对象既可以锁定创新型企业以及其中的特定企业家活动，也可以针对创新

型企业发展所需的市场环境。

图１中的 Ｐ１ 显示政府 （或公共部门）对创新型企业所提供的公共扶持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可称为 “供给侧措施”，旨在促进创新的供给。公共扶持过

程涉及到政府对公共资源的配置，但并非限于针对创新型企业的直接补贴，而

是将公共资源投入到能够促进创新活动蓬勃开展的要素市场之中，其中包括人

力资源培训机构、风险投资机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大学。

图１中的Ｐ２ 显示政府的需求侧政策措施或政策工具，包括公共采购、消费

补贴、税收优惠、信息散播等，旨在提升市场对创新产品 （或服务）的有效需

求；其中，政府推动的信息散播，例如公关广告、强制性标牌标识、集中化查

询、公共论坛等，被称为 “意识建设措施”，一方面可以提升民众对创新型产品

或服务的认知度，另一方面也可以对其可能的负外部性加以抑制 （Ｅｄｑｕｉｓ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

公共采购是最常用的一种需求侧政策工具，又分为一般性 （或常规性）、战

略性和催化性公共采购三种，其中后两种措施尤其是战略性公共采购能够在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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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品尚未商品化的特定时段形成有效需求，从而促进其创新活动的开展

（ＯＥＣＤ，２０１７）。以创新为导向的公共采购实践打破了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

公共采购理论。在传统理论指导下的常规性公共采购具有高度透明性、非歧视

性和竞争性的特点，政府也不明确宣示公共采购的政策目标，旨在不对竞争性

市场治理的运行造成扭曲效应。创新导向型公共采购同样具有透明性和竞争性，

但却给出明确的经济社会目标宣示。当这种宣示明确指向某类产业或某类技术，

那么这种创新导向型公共采购也成为产业政策、技术政策、研发政策的一种工

具 （Ｌｅｍｂ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

当然，需求侧和供给侧创新政策的区分只是分析性的。在现实世界中，政

府的很多创新政策同时在供给侧和需求侧发力。尤其是在早期发展阶段，市场

对于创新产品的需求是不足的，市场主体对于创新产品的供给能力也是不足的，

此时政府创新政策的着力点就不止于弥补市场不足和矫正市场失灵，而是通过

对选定的创新领域进行公共投资，创造市场，并引导民间投资流向这些领域

（Ｍａｚｚｕｃａｔｏ，２０１４）。

社会 （非营利部门）的行动包括组织和资助社会研发、信息传播和创新性

活动的协调。其中，各种专业性、技术性、行业性和联合性社团，为治理创新

活动之间的协调失灵，弘扬创新的正外部性，抑制创新的负外部性，提供了多

样化的管道和平台。私立研究型大学是创新体系中非常活跃的非营利组织，而

大学中的企业家行动对于技术研发和技术转移的成效来说，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Ｌｉｂｅｃａｐ，２００５）。

（二）创新的集成性、网络性以及创新体系的组织与制度

创新的蓬勃具有集成性、网络性和多部门协同性的特征。这其中，作为创

新的核心环节，知识生产本身以及知识转化为市场化产品，都不止于个体的奋

斗和打拼，而是一个多主体参与的系统集成事件 （Ｌａｐｅｒｃｈ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因

此，无论是在产业、地方还是国家层次，创新网络 （Ｐｏｗｅｌｌ　＆ Ｇｒｏｄａｌ，２００５）

或创新体系 （Ｓｏｅｔ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的建设对于创新型企业的培育和兴旺以及创新

型经济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在创新体系中，公共部门与民间部门二元对立

是一种迷思 （Ｍａｚｚｕｃａｔｏ，２０１４），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协同才是常态。

创新体系由一系列组织和制度组成 （Ｅｄｑｕｉｓｔ　＆Ｊｏｈｎｓｏｎ，１９９７），其互动决

定着企业的创新绩效，其中最重要的是支持研发的制度 （Ｎｅｌｓｏｎ，１９９３）。就国

家和地方创新体系而言，在政府创立的研发机构、标准设定机构、公立大学、

基础设施建设者和提供者 （例如高新产业园区、科技园区等）、人力资源开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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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创新投资公司等公立组织中，内部权威在组织内部和涉外事务的协调上发

挥着主导作用。进而，这类组织中权威的形成也是政府内部自上而下行政治理

的结果，这与私立组织中 （如下文详述）通过社群机制发挥作用的法人治理而

形成的权威是大为不同的。当然，这类公立组织的治理模式也处在不断的变化

之中，其中一种变化就是从行政治理主导的行政化模式转型为市场－社群治理

主导的法人化模式。

创新体系中组织间的链接方式具有多样性。同部门组织尤其是企业间的协

作创 新，被 称 为 横 向 链 接 （Ｂａｌｚａｔ，２００６）或 横 向 协 作 （Ｈａｇｅｄｏｏｎ，１９９３，

２００２；Ｆａｒｒｅｌｌ，２００９），这类协作固然由市场力量推动，但其治理在很大程度上

仰赖于社群机制的作用。跨部门组织，即公共部门或社会非营利性部门中的创

新相关组织与创新企业的关系，以及社会非营利部门与创新企业的协作关系，

被称为纵向链接 （Ｂａｌｚａｔ，２００６）或纵向协作。其中，产业组织、学术组织和研

发机构的合作，即产学研关系，包括大学与企业的协作创新，是创新学界研究

最深入的一种纵向协作 （Ｂａｇｃｈｉ－Ｓ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即便政府机构或公共部门

在纵向协作扮演积极的角色，其发挥作用的方式主要不是仰赖于行政治理，而

是参与到社群治理之中；这其中，行政治理即便有一定的作用，也必须以社会

强化型的方式加以实施。

对于创新体系或创新网络中的组织，无论是致力于创新的商业企业，还是

包括研究型大学、商业协会、专业技术学会之类的非营利组织，还是包括政府

机构、公共研发机构和监管机构在内的公立组织，这种平等互助型的多方互动

是促进创新理念形成与扩散以及组织间创新协作的关键 （ＯＥＣＤ，２００５），也正

是社群治理良好运作的核心特征。社群被视为知识密集型创新的社会核心所在

（Ａｓｓｉｍａｋｏｐｏｕｌｏｓ，２００７）。尤其是在并非基于正式契约所形成或市场力量所推动

的网络中，例如在技术性社群、专业性社群、区域创新联盟等非正式网络中，

成员之间互动式、开放式、合作式的交往，对于企业接触新思想、快速获取新

资源、快速吸收或转移知识、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Ｐｏｗｅｌｌ

＆ Ｇｒｏｄａｌ，２００５）。

（三）创新的集聚效应与区域创新体系建设

创新的产业化往往离不开集聚，这将使创新发展本身更快，也会带来生产

和需求上的结构性变化，最终带来组织和制度上的变革 （Ｓｗａｎｎ，２００９）。进行

组织和制度变革的能力对于能否产生创新并从创新中受益，是非常重要的

（Ｆａｇｅｒｂｅｒｇ，２００５）。这一点无论是对企业，还是就产业、地区还是国家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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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适用的。

对于创新集聚效应的根源，有两种理论解释。一种是隐性知识论，即创新

活动所创造的独特产品、独特能力和独特组织模式等，包含着人们不易获得的

隐性知识，而这类知识与容易编码化的显性知识相比更难以进行远距离的交换

（Ｍａｓｋｅｌｌ　＆ Ｍａｌｍｂｅｒｇ，１９９９）。另一种是学习组织化论或互动式学习论，即创

新过程中新知识、新思想、新模式的传播和学习，并不只是个体企业家和个体

企业的行动，而且是一种多种主体之间的互动式、组织化的行动 （Ｌｕｎｄｖａｌｌ　＆

Ｊｏｈｎｓｏｎ，１９９４；Ｃｏｏｋｅ　＆ Ｍｏｒｇａｎ，１９９８；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　＆ Ｌｕｎｄｖａｌｌ，２００４），由

此空间上的集聚对于创新活动的蓬勃及其扩散是不可或缺的。互动式学习的参

与主体，不仅包括创新型企业及其上下游客户，而且也包括公共部门和社会部

门的 研 发 机 构、技 术 转 移 机 构 以 及 专 业 技 术 性 社 团 （Ｌｕｎｄｖａｌｌ，１９８８；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　＆Ｌｕｎｄｖａｌｌ，２００４）。

创新的集聚效应强化了集群、园区和区域的重要性。这些地理空间本身受

益于本地化的创新能力、创新网络和隐性知识所造就的无形资产的存在，同时

这些能力、网络和资产进一步强化了这些地方的吸引力，从而使集聚效应进一

步强化。正是由于社群治理集聚效应的强化，使得某些地方相较于其他地方具

有某些特殊的组织和制度禀赋 （Ｍａｓｋｅｌｌ　＆ Ｍａｌｍｂｅｒｇ，１９９９）。这些禀赋的产生

和延续具有路径依赖性 （Ｚｙｓｍａｎ，１９９４），并且难以被复制，因此也就成为区域

持续竞争优势的基础。

由此，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性凸显出来。在不同的程度上，创新活动的集

聚通过民间社群组织 （行业协会、商会、企业联盟等）和公共服务组织 （例如

不同级别政府所创办并授权的产业和地区发展促进机构）的协同治理来实现

（Ｃａｓｐｅｒ，２００７）。区域创新体系具有多样性：第一种是所谓 “领土嵌入型区域

创新体系”，即由基层地方政府的发展机构、技术中心或产业中心所提供的互动

网络，为当地创新型企业提供市场研究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以促进本土化的创

新开展、学习、扩散；第二种是网络化区域创新体系，这使得创新所必须的互

动式学习与知识扩散超越了本地或基层的层次，扩展到当地之外的大学、研发

机构、技术转移和服务中心等；第三种是国家或国际区域创新体系，这使得创

新互动的疆界拓展到整个国家甚至国际的范围 （Ａｍｉｎ　＆Ｃｏｈｅｎｄｅｔ，２００４）。

总而言之，区域创新体系通过系统化促进本地化互动式学习和知识扩散来

提高区域内企业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但创新体系的区域化也会由于锁定效应

和路径依赖而一定程度上丧失突破性创新的能力。区域创新体系在国家创新体

系中的嵌入性及其运作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又受制于国家创新体系所嵌入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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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市场经济生产与商业体系 （Ａｓｈｅｉｍ　＆ Ｇｅｒｔｌｅｒ，２００５）。

三、创新政策：公共治理变革与创新体系建设

无论是在哪一个层级上的创新体系，国家行动者都扮演积极而又重要的角

色。换言之，创新政策至关重要。然而，为什么要有创新政策？这一直是创新

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论题，而且创新经济学家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基于市场失灵理

论论证政府干预创新活动的理据 （Ｓｗａｎｎ，２００９）。就此而言，罗德里克 （Ｄａｎｉ

Ｒｏｄｒｉｋ）基于对两种市场失灵的划分对产业政策必要性的论证，也适用于创新政

策。一类市场失灵涉及信息外部性，即有关创新失利的信息实际上是一份宝贵

的公共物品，可以让其他市场主体减少无谓的冒险，而创新成功本身则具有极

大的正外部性；另一类市场失灵涉及协调外部性，即创新活动只要具有集体性

和网络性、规模经济 （收益递增）、产业链的集成性和集聚性，那么对大规模创

新活动加以协调就具有社会效益 （Ｒｏｄｒｉｋ，２００７）。

相对来说，创新经济学对于政府边界或政府职能的论述较为充分，而对于

政府运用何种治理方式进行创新政策的决策和实施，着墨不多，或者说依然未

尽充分。鉴于创新政策的普遍存在是一个全球性的事实，争论其必要性已不再

必要，真正的问题是，通过何种制度建设，建立何种激励机制，运用何种治理

模式，政府才能更好地为创新型企业提供有效的服务，从而促进创新型经济的

发展。罗德里克有一篇论文 “产业政 策：不 要 问 为 什 么，要 问 如 何 去 做”

（Ｒｏｄｒｉｋ，２００８），其主标题换成创新政策，论文的内容也完全适用。这其中，

最为重要的问题在于行政机制如何与市场机制和社群机制协同作用、相得益彰。

行政机制与市场机制、社群机制相互嵌入性的不同组合，导致创新政策施政出

现多样性；或者说，创新型国家在不同的地方以及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多

样性。

整合既有的文献，并基于对三种治理机制如何发挥作用的重点关注，本文

给出一个创新政策的新概念框架 （参见表１），在此基础上可以对创新型国家的

多样性进行深入分析。在这一框架中，创新政策可以分为三个理想类型：一是

新制度自由主义 （Ｎｅｗ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二是国家引领型配置主义 （Ｓｔａｔｅ

－Ｌｅｄ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ｉｓｍ）；三是协作型协调主义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ｓ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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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三种创新政策的特征和治理模式

政策特征 目标定位 政策工具 治理取向
三种治理模式的作用

市场机制 行政机制 社群机制

新制度

自由

主义

放 任 性：

旨在为创

新提供有

利的制度

框架和社

会环境

横 向 性：

面对所有

创新个人

和 创 新

组织

跨 部 门

性：制度

建设、合

法化

市场治理

和社群治

理 为 主，

行政治理

为辅

国家引

领型配

置主义

选 择 性：

旨在促进

选定的创

新活动的

蓬勃

纵 向 性：

面对特定

创新组织

的特定创

新活动

部 门 性：

政府补贴

包 括 金

融、土地、

人力等优

惠

行政治理

为主，市

场治理和

社群治理

为辅

协作型

协调

主义

功 能 性：

旨在弥补

或矫正创

新活动和

过程中的

协调失灵

横 向 性：

面对若干

（跨 部 门

的）创新

组织

跨 部 门

性：咨询、

协商、协

作 性 活

动、网络

建设

社群治理

为主，市

场治理和

行政治理

为辅

协调 市 场 主

体开 展 各 种

创 新 活 动；

为创 新 活 动

提供 投 入 要

素；为 创 新

产品 提 供 消

费；为 创 新

者提 供 优 厚

的回报

制 度 建 设

与 实 施 过

程 中 自 上

而 下 的

治理

政 策 社 群、

联 盟 和 网

络；公民参

与；协商性

治理

政 府 驾 驭

市 场， 引

领 市 场 主

体 的 创 新

行动

协 调 产 业

间、企业间、

群体间的利

益冲突

政 府 扶 持

拓 展 正 外

部 性 或 抑

制 负 外 部

性 的 创 新

行动

协 调 冲 突，

促进沟通与

协作，提供

创新相关性

公共服务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新制度自由主义创新政策在学术上植根于新制度经济学和 （美国上下文中）

自由主义社会政治思想，基本上否定政府在创新领域发挥积极干预主义作用的

正当性和可行性。在这一派学者看来，既然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创新就应该留

给企业家或企业家社群，对创新活动的协调就应该留给市场，而政府既然不知

道什么东西会被创新出来，也不清楚什么样的创新能给全社会带来什么，因此

占用公共资源去鼓励创新会得不偿失。当然，这一派并非主张创新无政府主义，

而是与涉及其他领域的主张一样，认为政府应该也能够在公共物品的提供上扮

演积极角色。

为创新活动提供的公共物品包括三大类： （１）智识性基础设施：基础科学

研究、大学的科研 （Ｌｉｂｅｃａｐ，２００５）以及公共研发中心等，这些领域构成了创

新政策与科学政策和技术政策的交汇点 （Ｌｕｎｄｖａｌｌ，１９８８）； （２）社会性基础设

施：创造一个创新友好型的社会环境，其中尤其是对创新所造成的 “创造性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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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提供社会缓冲，这涉及到福利国家的建设，而北欧国家 （丹麦、芬兰、瑞

典、挪威等）在 创 新 型 国 家 和 福 利 国 家 建 设 上 都 成 就 斐 然 （Ｂａｒｔｈ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或者说这些国家通过发展型福利国家的建设，非但没有抑制创新，反而

与创新型国家的建设相辅相成 （Ｋａｎｇａｓ　＆Ｐａｌｍｅ，２００５）； （３）制度性基础设

施，包括契约、产权、技术标准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 Ａｒｉｄｉ，２０１５）以及一个反垄断的

营商环境，而最后一个领域构成了创新政策与竞争政策的交汇点，其中有关专

利许可、合资、并购的政策尤为重要 （Ｓｃｏｔｃｈｍｅｒ，２００４）。

在新制度自由主义创新政策中，产权制度和契约制度的建设尤为重要。由

于知识创新具有：（１）累积性，即必须基于前期积累； （２）高初始成本和低边

际生产成本；（３）收益递增；（４）传播反向不可能性，即新知识一旦为人所知

就不可能收回，知识产权保护对于营造一个有利于创新者的经济激励环境，是

至关重要的。然而，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与两种效率的增进有关。轻度保护

有利于分配效率的增进，即促进创新成果的扩散，这尽管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损

于创新者的利益，但对于全社会来说有更大的正外部性；重度保护则有利于动

态效率的增进，即提升创新活动的激励，这尽管会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创新成果

的扩散，但会激发创新的频度，强化创新的能力，促使整个经济更有持久的活

力。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建设，需要在这两个相互冲突的目标上找到一个平衡

点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 Ａｒｉｄｉ，２０１５）。因此，最优知识产权制度的设计，是新制度经济

学和创新经济学领域中的重要课题之一 （Ｓｃｏｔｃｈｍｅｒ，２００４）。

合同法在促成企业间或组织间的长期合作和信任增进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这对于创新过程所赖以的网络建设有很大的影响。然而，合同法的制定和执行

并非行政治理独自发挥作用的结果。合同法的恰当制定和有效执行都有赖于法

律体系和社会体系之间的协同，尤其是与商业协会所建立的行为规范和标准制

定机构所建立的技术规范协调一致 （Ａｒｒｉｇｈｅｔｔｉ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７）。鉴于创新活动高

度依赖于企业间或组织间的长期合作和信任，合同法的制定和实施对此如何产

生影响，依然是创新研究领域较少探讨的一个话题。

新制度自由主义创新政策在目标定位上具有横向性，在政策工具上具有跨

部门性。市场治理是新制度自由主义创新政策的基石，协调着创新型企业的创

新活动；社群机制在政策制定或立法环节发挥着积极作用。在政策和法规的执

行上，行政治理占据主导性。

国家引领性配置主义创新政策的根基在于对创新正外部性的识别，旨在通

过政府主导的公共资源配置，要么提供创新活动所赖以维系的诸多公共物品，

从而间接地促进创新活动的开展，要么直接对某些创新型企业的特定创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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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扶持。直接性配置主义政策一方面将公共资源倾斜性地配置到选定的特定

创新活动企业之中，另一方面引导民间资源流向政府所指引的创新领域。

配置主义创新政策与选择性产业政策相类似，目标定位具有纵向性，政策

工具具有部门性 （Ｐｅｌｋｍａｎｓ，２００６），其核心特点在于 “政府挑选赢家” （Ｐｉｃｋ

ｕｐ　Ｗｉｎｎｅｒｓ），即政府中某些特定的由技术官僚组成的机构成为 “导航组织”

（Ｐｉｌｏ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扮演经济发展领航员角色 （Ｊｏｈｎｓｏｎ，１９８２）。在配置主义

创新政策的实施中，政府要么建立公立组织或国有企业，采用直接提供模式为

创新型企业供给投入要素，要么引入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对民间风险投资、土

地开发和人力培训等提供补贴。由于有事后诸葛亮之嫌，“挑选赢家”式配置主

义取向在产业政策领域遭遇到广泛质疑。联合国的一项研究提出，以 “挑选赢

家”来概括产业政策，根本就是一种误导性的说法，因为事实上根本并不存在

所谓的 “赢家产业”，而一个政府决定予以扶持的产业最终是否在国际竞争中有

活力取决于很多因素，并非这个产业天生就是赢家 （Ｈａｑｕｅ，２００７）。同理，配

置主义创新政策是否有效，或者说，配置主义是否应该在创新政策中占据主导

或主流位置，这是创新政策研究领域中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课题。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具有行政治理主导的特征，但在配置主义创新政策中，

市场治理和社群治理也有发挥作用的空间。创新中的多数经济决策和行动本身

依然是由市场机制所引导，而社群机制的作用在于协调企业间、产业间以及其

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图减弱创造性破坏给全社会所带来的不利影

响。实际上，即便是就饱受诟病的 “挑选赢家”而言，配置主义政策即便有成

功的可能性，也不一定是行政治理的结果，即扮演 “挑选赢家”角色的是企业

和企业协会，及其与政府形成的 “政策网络”，而不是单靠全知全能、至真至善

政府 （Ｏｋｉｍｏｔｏ，１９８９）。

对此，著名发展经济学家罗德里克在产业政策的上下文中给出了一个理论

解释，也适用于创新政策。在罗德里克看来，看待产业政策的正确方法是把它

视为一个发现的过程，即一个企业与政府共同发现潜在的成本和机会，并参与

战略合作的过程，而不是政府机构单边主义式的 “发现赢家”（Ｒｏｄｒｉｋ，２００７）。

这意味着，即便是针对配置主义创新政策，其有效性是否根源于其行政治理的

主导性，也是值得怀疑的。本文强调的治理嵌入性，应该成为配置主义创新政

策专题研究中的重要探索内容。

协作型协调主义的政策取向具有功能性，即旨在推动创新过程中诸多利益

相关者之间的协调，目标定位具有横向性。在协调主义创新政策之中，政府补

贴不再是主要的政策工具，有限的公共资源投入到扶持正外部性拓展和负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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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抑制的各种创新活动之中，尤其是各种协会性、联盟性、互动性组织所开展

的咨询、协商、网络建设，以协调冲突、促进沟通并提升创新相关性公共服务

的提供水平。

选择性与功能性政策的区别，最早是在一篇有关技术政策的文献提出来的

（Ｌａｌｌ　＆ Ｔｅｕｂａｌ，１９９８），后来在产业政策的文献中也得到广泛使用 （Ｂｉａｎｃｈｉ　＆

Ｌａｂｏｒｙ，２００６；Ｐｅｌｋｍａｎｓ，２００６；Ｌａｌｌ，２０１３）。这一区分显然也可以移植到创

新政策研究领域。功能性协调主义政策的理念和实践在于促进协作型创新，而

不是单个企业的创新。协调主义创新政策的施政重点在于企业间关联和跨企业

制度建构。协调主义注重所谓的 “中介逻辑”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ｙ　Ｌｏｇｉｃｓ），包括企业

的集聚和合作性网络、中介组织以及企业支持性组织，例如服务导向的商业协

会、服务中心和发展中介等 （Ｃｏｏｋｅ　＆ Ｍｏｒｇａｎ，１９９８）。这些正式与非正式组织

的功能在于推动并协调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地方经济中介组织的合作型活动，

推动企业上下游之间的关联，促进知识和信息的交流，采取集体行动解决共同

面对的问题，传播并分享新知识新资源、开展研发合作、共同推进市场营销和

其他商务活动。在协调主义政策中，政府行动的特征也不再是命令与控制，而

是注重引入社群机制，采用社会强化型的方式，促成、推进、维持、管控创新

网络，从而以全新的互动式治理取代传统的行政化治理 （Ｔｏｒｆｉ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

这三类创新政策在现实世界中并非相互分离，而是混合在一起，以致很多

创新政策学者也未能在分析上将它们分开。事实上，一向被视为奉行自由放任

主义的美国政府，也非常重视发挥创新政策的作用。在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的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里根 （Ｒｏｎａｌｄ　Ｗ．Ｒｅａｇａｎ）执政下的美国联邦政府推出了一系

列美国创新政策，体现在如下几个法案之中：大学和小企业专利程序法 （１９８０

年）、技术创新法 （１９８０年）、科技企业税收优惠法 （１９８１年）、小企业创新发

展法 （１９８２年）、国家合作研究法 （１９８４年）、综合贸易和竞争力法 （１９８８

年）。尽管这些法案的目标地位和预期目标各有不同，政府工具也有差别，但都

超出了新制度自由主义创新政策的范围，进入了国家引领性配置主义创新政策

的疆域，采用了配置主义的政策工具 （诸如政府补贴、税务优惠等），而其共同

点却在于都有一定的协调主义创新政策取向。这些创新政策的最重要的方面是

增进不同企业之间现实纽带的异质性，增进企业利用多样性而开展创新活动的

能力，从而使企业家们有更多、更丰厚、更具有多样性的社会网络，使他们在

把握机会和利用机会的动态过程中更具有创造性 （Ｌｅｙｄｅｎ　＆Ｌｉｎｋ，２０１５）。

与联邦政府相比，美国地方政府的创新政策理念和实践更加丰富多彩。由

于拥有制度建设和政策设计与实施上的高度自主权，美国各级地方政府混合运

２２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系列：创新国家与创新政策专栏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７年第６期

用上述三种类型的创新政策，在推动社会性学习、区域创新能力建设、大学研

发的商业化、学术界企业家行动、创新集聚、企业家集体行动、地区性创新经

济上，发挥着积极有为的作用 （Ａｕｄｒｅｔｓｃｈ　＆ Ｗａｌｓｈｏｋ，２０１３）。

针对美国政府 （尤其是联邦政府）在促进创新方面积极有为的作用，布洛

克 （Ｆｒｅｄ　Ｂｌｏｃｋ）提出，美国实际上有一个被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遮蔽的隐形

发展型国家，通过多种国家行动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生活中首创性 （而非模仿性）

创新活动的蓬勃开展。在他的笔下，美国式发展型国家与东亚发展型国家有所

不同，前者是一种网络性国家，而后者是一种官僚性国家。在网络性发展型国

家之中，政府实施四种国家行动，即资源定位、窗口开放、中介经纪和引导推

促 （Ｂｌｏｃｋ，２００８）。在本文提出的概念框架中，“官僚性发展型国家”所推出的

政策，多以行政治理为主导，具有强烈的国家引领性配置主义的特征；而 “网

络性发展型国家”所推出的政策，则多以社群治理为主导，具有强烈协作型协

调主义的特征。布洛克所概括的四种国家行动，除了资源定位兼具配置主义和

协调主义的特征之外，都属于典型的协调主义国家行动。

欧洲国家则三管齐下，同时运用上述三种创新政策，以促进创新型经济的

发展，抵御全球化的冲击。在欧盟，无论是超国家的欧盟层级，还是在国家层

级，还是在地方层级，各级政府都注重运用新制度自由主义创新政策，充分发

挥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和竞争政策的积极作用，强化企业创新活动的经济激励，

促使技术的交易更加便利。各级政府通过标准制定、公共补贴、研发税务优惠、

政府购买等配置主义措施，促进创新活动的开展 （Ｅｄｑｕｉｓｔ，２００１）。

与此同时，欧洲各级政府加强了协调主义创新政策的分量，注重创新相关

性组织内部和组织之间的网络建设，注重在国家和地方层面上改善创新体系的

制度，从而使创新领域的利益相关者在更为有利的制度框架中开展更广范围和

更深程度的协作。欧盟各级政府推出的众多创新推进型项目，均具有多方参与

（至少要有两家）、多部门协作 （即既有企业也有公共或社会研发机构参与）、竞

争性 （政府挑选赢家的消褪）、自下而上的功能选择 （由市场行动者和社会行动

者选择公共扶持的功能）、多样性、程序灵活性的特征 （Ｓｈａｒｐｅ，２００１）。简言

之，以多种多样的国家行动推进创新网络的发育和蓬勃，既是欧州政府创新政

策施政 的 重 点，也 为 创 新 型 国 家 本 身 的 能 力 建 设 提 供 助 力 （Ｍａｌｅｒｂａ　＆

Ｖｏｎｏｒｔａｓ，２００９）。

四、结语：创新政策中的政府转型

本文试图从治理嵌入性的新视角对创新政策中国家－市场－社会的关系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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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新的探索。有关创新政策的既有文献主要是从国家、市场和社会三类行动者

的互动，来探讨创新体系中的组织和制度。继承既有文献的思路并试图进行超

越，本文则从行政、市场和社群治理的相互嵌入性的视角，来探讨创新体系的

组织和制度以及创新政策和创新型国家的多样性。

行政、市场和社群治理是人类生活的三大治理方式，其各自均在政治社会

经济活动的协调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三种治理方式并非单

独发挥作用，而是嵌入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三者嵌入的方式不同，会导致

不同的治理绩效。当治理嵌入性呈现相互排斥、相互扭曲的态势，就会出现治

理失灵。当三种治理方式以互为补充、相互强化的方式发挥作用，就会呈现出

一种良好的协作治理态势。对于公共政策的决策和实施来说，政府能否以市场

强化型和社会增进型的方式运用行政治理方式，使之能使市场机制和社群机制

有效地发挥作用，是治理成功的关键。

经济生活中的创新活动发生于创新型企业之中，有赖于企业家行动的开展。

创新的供给和需求主要由市场机制来协调，而创新过程，无论涉及知识生产与

扩散、技术开发与应用、能力建设与增进，还是组织变革与优化，基本上通过

社群机制来协调。企业不仅是行政治理和市场 （契约）治理下的行动者，而且

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社群组织，尤其是就创新而言，企业呈现为一种战略性社

群，其内部事务和外部事务由等级、契约和社群治理相互嵌入的协作治理方式

来协调。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组织化的创新利益相关者，包括非营利部门中的

社会组织 （尤其是协会）和公共部门中的公共服务组织 （事业单位），在一定程

度上也是社群，社群治理在非市场组织的治理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创新过程具有不确定性、累积性、集体性。因此，创新的蓬勃，尤其是一

个地方性、区域性甚至全国性创新经济的形成，绝非通过个体创新型企业在自

由市场上的充分竞争就能实现。集聚化和网络化是创新经济形成不可或缺的环

节。多元创新相关性行动者，包括创新型企业，包括社会组织和公共服务组织，

也包括各层级的政府机构，以协会、联盟、合作伙伴等多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方

式连接起来，形成创新网络，为创新过程所赖以的互动式学习提供了平台和空

间。创新网络中的组织和制度建设，形成了创新体系。

对于创新体系的发育和发展，国家行动者的角色体现为创新政策的决策与

实施。创新政策可以分为三个理想类型：一是新制度自由主义，即政府着重于

权利界定与配置、契约规则与执行、标准设定与实施等方面，为创新活动的蓬

勃开展提供制度性基础设施，并同时促进创新友好型的物质性和社会性基础设

施建设；二是国家引领型配置主义，即政府通过公共资源的配置，弥补市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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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矫正市场失灵，为具有正外部性的创新活动提供足够的激励，并对具有负

外部性的创新活动施加应有的成本；三是协作型协调主义，即政府发挥能促型

作用，以因势利导或助推的方式，在创新网络的建设上扮演积极的角色，矫正

单靠市场治理和社群治理所不能完全克服的协调失灵。在现实世界中，很少有

国家实施单独一种创新政策，而是多种创新政策混杂在一起。

无论在哪一种类型的创新政策之中，都不可能只让一种治理方式独自发挥

作用。新制度自由主义创新政策的核心是公共物品提供，尤其是制度建设和制

度执行，从而让市场治理正常运转起来。制度建设需要行政治理的积极作用，

但也必须引入社群治理，让多元利益相关者有充分的渠道参与其中，同时法律

法规也需要与通过社群治理方式形成的社会惯习和规范相契合。制度实施本身

固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行政治理的运作，但引入社群机制，在国家行动者与

市场和社会行动者的互动过程中，形成参与式、互动式和网络式治理的新格局，

才是创新体系治理成功之道。配置主义政策固然需要行政治理发挥主导作用，

从而通过公共资源配置的引领作用鼓励社会资源涌入创新领域，但对于资源配

置目标定位的选择，还需要仰赖于社群治理和市场治理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

协调主义政策是社群治理发挥主导作用的领域，但社群治理能否发挥有效的作

用，一要看社群行动是否获得市场力量的激励，二要看社群行动是否获得行政

力量的背书。换言之，社群治理的市场嵌入性和行政嵌入性至关重要。

简言之，创新政策既不是国家行动者的单边主义行动，也不等同于政府自

上而下命令与控制型的行政治理。如果能在增进市场、激活社会、创新政府，

亦即在市场机制、社群机制和行政机制如何相得益彰上做好文章，推动国家公

共治理体系的创新，创新型经济的形成和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才能走上健康发展

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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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ｄｑｕｉｓｔ，Ｃ．（２００５）．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Ｉｎ　Ｆａｇｅｒｂｅｒｇ，Ｊ．，Ｍｏｗｅｒｙ，Ｄ．

＆ Ｎｅｌｓｏｎ，Ｒ．Ｅｄｓ．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Ｅｄｑｕｉｓｔ，Ｃ．（２００１）．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Ａ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Ｉｎ　Ａｒｃｈｉｂｕｇｉ，Ｄ＆Ｌｕｎｄｖａｌｌ，Ｂ．Ｅｄｓ．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ｉｎｇ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ｙ：Ｍａｊｏｒ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ｒ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Ｅｄｑｕｉｓｔ，Ｃ．＆Ｊｏｈｎｓｏｎ，Ｂ．（１９９７）．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　Ｅｄｑｕｉｓｔ，Ｃ．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ｒｌｅｄｇｅ．

Ｅｄｑｕｉｓｔ，Ｃ．，Ｖｏｎｏｒｔａｓ，Ｎ．Ｓ．，Ｚａｂａｌａ－Ｉｔｕｒｒｉａｇａｇｏｉｔｉａ，Ｊ．Ｍ．＆ Ｅｄｌｅｒ，Ｊ．（２０１５）．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Ｎｏｒｔｈａｍｐｔｏｎ．ＭＡ．：Ｅｄｗａｒｄ　Ｅｌｇａｒ．

Ｅｈｒｍａｎｎ，Ｔ．，Ｗｉｎｄｓｐｅｒｇｅｒ，Ｊ．，Ｃｌｉｑｕｉｅｔ，Ｇ．＆ Ｈｅｎｄｒｉｋｓｅ，Ｇ．Ｅｄｓ．（２０１３）．Ｎｅｔｗｏｒｋ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Ｆｒａｎｃｈｉｓｅ　Ｃｈａｉｎｓ．Ｂｅｒｌｉｎ　ａｎｄ　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Ｐｈｙｓｉｃａ－Ｖｅｒｌａｇ　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

Ｅｌｉａｓｓｏｎ，Ｇ．（２０１０）．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ａ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Ｔｈｅ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ｓ　ａ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ｅｄｉａ．

Ｅｌｓｔｕｂ，Ｓ．（２００８）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Ｅｔｚｉｏｎｉ，Ａ．（１９９３）．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Ｒｉｇｈｔｓ，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ｇｅｎｄａ．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ｒｏｗ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Ｅｖａｎｓ，Ｐ．（１９９５）．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Ｅｖａｎｓ，Ｐ．Ｅｄ．（１９９７）．Ｓｔａｔｅ－Ｓｏｃｉｅｔｙ　Ｓｙｎｅｒｇｙ：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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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

治理嵌入性与创新政策的多样性：国家－市场－社会关系的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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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Ｖｅｓ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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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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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Ｈａｇｅｄｏｏｎ，Ｊ．（１９９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ａｒｔｎｅｒｉｎｇ：Ｉｎｔｅ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ｓ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ｃｔｏｒ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４

（５）：３７１－３８５．

Ｈａｇｅｄｏｏｎ，Ｊ．（２００２）．Ｉｎｔｅｒ－Ｆｉｒｍ　Ｒ＆Ｄ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Ｔｒ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６０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ｏｌｉｃｙ，３２（８）：４７７－４９２．

Ｈａｎｓｍａｎｎ，Ｈ．（２０００）．Ｔｈｅ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Ｂｅｌｋｎａｐ　Ｐｒｅｓｓ．

Ｈａｑｕｅ，Ｉ．（２００７）．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ＵＮＣＴＡＤ），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ｓ，ｎｏ．１８３．

Ｈａｒｔ，Ｏ．（１９９５）．Ｆｉｒｍｓ，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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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系列：创新国家与创新政策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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